
2007年，历经半个多世纪风
雨的玄奘纪念堂（始建于上世纪
50年代），在印度东北部比哈尔
邦那烂陀寺遗址附近修缮竣工。
从玄奘法师西行印度取经至今已
经过去了1300多年，他在印度留

下的印迹依然清晰可见。在玄奘纪念堂的宝藏中，最令人
瞩目与惊叹的是从中国迎来的玄奘法师的顶骨舍利。而这
璀璨夺目的瑰宝来自天津大悲禅院。

玄奘（602—664）可以说是中国的一位佛门骄子，也是
值得纪念的一位伟大的旅行家、翻译家和佛教学者。他俗
名陈祎，法名玄奘，唐代洛州缑氏（今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
缑氏镇陈河村）人，自幼“聪悟不群，备通经典，崇古尚贤”。
相传在他11岁时，随二哥长捷法师在洛阳净土寺出家。唐
贞观元年（627）到了长安。贞观三年（629），27岁的玄奘由
长安出发，西行取经，不避热风严寒，排除万难，终于到达印
度，在那烂陀寺从当时的佛学权威戒贤受学。经过17个寒
暑，跋涉5万余里，于贞观十九年（645）正月二十四日携带
大批梵文经卷，以及舍利、佛像等回到长安。唐太宗李世民
在洛阳行宫里召见了他。三月一日玄奘又返回长安。以后
在长安弘福寺、大慈恩寺译经，所译经卷藏在大慈恩寺大雁
塔。唐麟德元年（664）玄奘在长安玉华寺圆寂。

玄奘圆寂后，灵骨葬长安城外墓塔内。唐末墓塔毁于兵
火，灵骨移至终南山寺。宋代将部分灵骨移到南京建塔供
奉。后此塔被清军毁塌。1942年冬，日军在南京一遗址掘土
施工时，意外发现掩埋已久的塔基，挖掘出供奉玄奘法师顶骨
舍利的石函，石函上刻有宋僧迎请顶骨舍利的始末，内有铜
函、银函、金函，层层套入。各函均贮有历代供奉的珍宝或钱
币，金函中便是玄奘法师的顶骨舍利。这件事引起南京佛教
界、文化界和新闻界广泛注意和高度重视。他们印制刊物进
行宣传，披露于世，并刊出石函及墓塔遗物照片。在中国佛
教界的交涉与监督下，日军将部分顶骨舍利运回日本，余下
部分交还中国。1944年，部分玄奘顶骨舍利分送天津、北平、
成都、广州等地供奉。天津的那份即供奉在大悲禅院。

为了迎请玄奘顶骨舍利，天津佛门弟子及信众提前进
行了各项准备工作，公推大悲禅院等慈方丈，龚心湛、靳云
鹏等居士凡27人组成筹委会。1945年春，玄奘法师顶骨舍
利由北平迎请至津。这天，天津火车站人山人海，市内红白
赁货行业停业赞助襄理，自愿义务供应黄轿一顶，并插饰数
百件幢、幡、宝盖、旗帜等。大悲禅院举行了隆重的迎请仪
式，进行了三天盛况空前的法会，朝拜参礼者川流不息。迎

请来的顶骨舍利放置在一米多高的木塔内，供奉在
大悲禅院的一间佛堂内。

1955年4月，在万隆会议期间，时任印度总理尼赫
鲁通过缅甸总理吴努向周恩来总理致意，恳切希望迎
请玄奘大师的部分顶骨舍利到印度去。为了加强中印
两国的文化交流，促进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周总理征
询各方面意见并由中国佛教协会征得天津分会的同
意，决定将供奉在大悲禅院的玄奘顶骨舍利恭送给印

度那烂陀寺。1956年10月，天津佛教协会派温悟等4位僧人将
顶骨舍利护送到北京。转年由代表团送往印度。尼赫鲁总理在
那烂陀寺召开有5万多人参加的大会，拜迎玄奘法师顶骨舍利。

在天津大悲禅院，尽管玄奘的顶骨舍利不在了，佛教信徒
一直把模拟塔代替顶骨舍利供奉参拜，遂在大悲殿东侧设玄
奘法师纪念堂。玄奘法师纪念堂迎面供奉着高约2米的玄奘
法师绣像，绣像前面的供桌上设一高约1.2米的莲座金塔，象
征以往供奉玄奘顶骨舍利的史实和因缘。纪念堂有“玄奘法
师生平业迹”“玄奘法师西行求法路线图”“玄奘法师译经年代
表”“关于玄奘顶骨”等文字说明。同时陈列由玄奘主译的部
分经论和典籍，珍存许多有关玄奘生平及其墓塔、顶骨舍利的
照片，供人瞻仰。

身为天津人，海河是刻在生命里的乡愁。每当漫步于河畔，
看水波蜿蜒穿城，感怀岁月随潮起伏，仿佛无数光辉历史在波光
间回响。天津的诞生、成长、繁荣与昌盛，都一笔一画写在这条沉
默而丰饶的河流之中。古人言“积水成渊，蛟龙生焉”，万千细流
汇成浩荡之水，终成奔涌向海的大河。作为华北最大水系，北运
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于此相拥交汇，共赴渤海。天
津因河而兴：盐舟竞渡、百货辐辏，卫所巍然、铁骑难越。一条河，
就是一座城的史诗。
《重回海河边》一

书，由天津市规划设计
研究院副总规划师朱
雪梅主编，全面记录了
20世纪90年代启动的
海河综合开发改造计
划。它如一幅长卷，细
致呈现这场重塑城市
空间的城市设计实践；
也如一面明镜，映照出
河流与城市之间千丝
万缕的关联。

全书分为三册。第
一册《天津城市设计的
理论与实践探索》系统
梳理天津六百余年城市
演进历程，分析各时期
城市设计的作用，图文并茂、中英双语。其中“海河与天津卫”
“金龙起舞”“以人为本的城市设计”等章节尤为精彩。

“海河与天津卫”一章介绍了1930年《天津特别市物质建设
方案》——近代天津首部全面规划，明确提出发挥港口与经济职
能的方案，梁思成、张锐合作方案成为首选，城市主轴由两条林
荫大道构成。1937年至1945年间，《天津都市计划大纲》更将塘
沽纳入规划，为日后“一根扁担挑两头”的城市格局与“工业东
移”战略奠定基础。
“金龙起舞”一章则从专业视角深入解析海河规划的源流脉

络、两岸变迁与历史街区活化实践。既有真实的规划图纸，也含
翔实的数据与案例。对专业人士，它是不可多得的参考；对普通
读者，它是读懂城市的手册；对天津人，它更是一条唤醒记忆、连
接未来的精神纽带——它告诉我们，海河的规划始终与世界同
步，天津，生来就具备国际大都市的基因。

另外两册《天津城市设计的故事》（中、英文版）则以叙事

笔法，勾勒海河“因河而建，凭河而生，向海而荣”的发展轨
迹。书中的四类人物命运交织：土生土长的老张，亲历从“三
级跳坑”到宜居社区的变迁；国际设计师鲍尔，子承父志参与
规划，与本土设计团队碰撞灵感；海归宋云飞，因滨海新区规
划而定居天津；规划师褚总与诸葛民，将半生心血写入城市
肌理。他们的故事，不仅展现了天津中西合璧的城市特质，
更彰显出因地制宜的规划智慧。

“以人为本的城市
设计”一章，读来令人心
潮澎湃：1986年版总规
将海河定位为“风景景
观轴线”，拉开十年规划
序幕；1991年，《海河的
定位与两岸规划》明确
其作为“政治、经济、历
史、文化的中轴线”，功
能从“切割两岸”转向
“连接双城”，工业仓储
用地蜕变为商业文化空
间；1993 年，“世纪危
改”使80万居民告别危
陋居所，既是民生工程，
更是城市跃升的引擎；
1999年，国务院批复新
版规划，提出用10至15

年时间将海河建成代表北方经济中心与国际港口大都市水平的
中心景观带。随后，海河六大节点城市设计国际征集启动，56
家境内外机构参与，42家外国公司带来全球智慧。几代规划人
“衣带渐宽终不悔”，正如诸葛民所说：“来津三十载，半生心血皆
融于此城。”

合上书页，思绪如河水奔涌。海河与天津相生相成，成为这
座城的魂与脉。如果说经济是城市的血脉，那么清澈的海河不
仅塑造了天津的容颜，更赋予它文化的灵魂。如今“海河申遗”
的倡议，让这条河流再次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海河，这部流动
的史诗应当被续写——申遗不仅是对历史的致敬，更是向世界
宣告：一条河如何从农耕文明的命脉、工业时代的引擎，蜕变为
信息时代“诗意栖居”的载体。

当天津人“重回海河边”，我们所寻找的不仅是风景，更是与
城市血脉相连的文明根基。这正是“金龙起舞”后的点睛之笔，无
论未来多远，其意义皆无可估量。

如今，在公众场合穿着汉服已经是
常见的现象，众多汉服爱好者充分显示
出一颗颗深爱中华民族的炽热之心。但
是，在汉服背后，我们要了解哪些文化？
这正成为当代汉服发展的重要课题。

要展现汉服的文化底蕴和人文魅力，首先要了解中国文化。楚辞
汉赋、唐诗宋词离汉服并不远，应该多背诵一些。如果熟吟“罗衣何飘
飘，轻裾随风还”，并知道这是曹植《洛神赋》之外的《美女篇》，那才有意
境。汉服之美，首先来自中国的丝绸。白居易在《缭绫》诗里写汉服面
料：“缭绫缭绫何所似？不似罗绡与纨绮。应似天台山上月明前，四十
五尺瀑布泉。”仅这几句，就让我们沉浸在月光流水之间，一种好似神仙
的感觉油然而生。朦胧中使人想到洛神，“披罗衣之璀粲兮，珥瑶碧之
华琚”。“罗”是极轻极薄的透孔丝织品，“华”在这里可指花纹，也可寓服
饰华丽之意；“裾”则是衣裙的前襟和下摆。说着说着，仿佛在眼前浮现
出一位古代女子的身影。倏忽间有如“风吹仙袂飘飖举，犹似霓裳羽衣
舞”，杨贵妃在仙山绣阁小寐，听到君王差人来找她，急匆匆下楼来，竟
会展现出那么美的效果。“袂”是袖子，只有丝绸衣裙的袖子才可以出现
美术、音乐、舞蹈三合一的艺术叙事。

我在为一套丛书写总序时，曾以诗句为题，即“月色如水水如
天”，这里没有提到服装，但依稀能捕捉到服装的奥妙，准确说是中

华民族服装的韵味。我还在我的“服饰文化学成果展”前言展牌上
写道：“服装文化拥有那么多的美，既有‘橙黄橘绿’，又有‘落日熔
金’，既有‘中庭月色’，更有‘无数杨花’。水清石出鱼可数，林深无
人鸟相呼——意境在此间。”中国服装不同于西方服饰之处，不能仅
停留在面料上。我们以丝绸为特色，西方以亚麻为特色。这只是材
质因素。更大的区别在于，西方以服装来突出表现人的自然躯体，如
女装露胸束腰扩臀，男装则突出表现下肢的肌体结构。中国服装则
不然，穿在身上，无风时似一泓秋水，微风拂来便“天衣飞扬”。中国
服装不显露躯干轮廓，相反是以衣遮体，“拥蔽全身”，却又在衣服的
花纹上展示出古人对宇宙万物的思考。

据《周礼》记载，西周时中国已有完整的服装制度，而且 24部
正史加《清史稿》中，有10部史书专列了“舆服志”，其中对服装纹
饰有明确规定，贯穿最高冕服的就有“十二章”，即礼服上的章纹，
“章”是图案意。《尚书·益稷》中记：“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
辰、山、龙、华虫，作会（绘）；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
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绘绣这么多图案，有什么讲究呢？绣
日、月、星辰取其照临；绣山形，取其稳重；绣龙形，取其应变；绣华
虫（雉鸟），取其文丽；绣绘宗彝，取其忠孝；绣藻，取其洁净；绣火，
取其光明；绣粉米（白米），取其滋养；绣黼（斧形），取其决断；绣黻
（双兽相背形），取其明辨。

看，这就是中国服装，把中国人对天、地、人以及整个宇宙的理解与
想象，都用图案的形式表现在服装上。

如今的汉服怎样穿？怎样才能通过汉服去表达中华民族的灵魂与
根之所在？

汉服用于祭祀，应该是当代社会出现比较早的现象，祭黄帝轩辕大
典，中国人无论从哪里赶到陵前，都要穿上最典型的右衽长袍。用传统
的衣裳来包装黄帝子孙，以显示出一种神圣的崇敬和坚贞的忠诚，中华
儿女坚不可摧，团结奔向前方。

当下穿汉服选颜色，大家都知道中国红，这种颜色的汉服非常流行
和普遍，实际上，中国古代讲究“四时服”“五时衣”，用于重大祭祀场
合。即：春青、夏朱、季夏黄、秋白、冬黑。颜色的选用可不是小事，这里
反映出中国人与自然的和谐，首先是尊重，“天人合一”不是迷信，正表
现出人类的善意和对大自然的感恩之情。顺应自然，又拥抱自然，是我
们祖先的理念根本。以服装颜色来达到与大自然的和谐一致，不正体
现出共生的初衷吗？

当代汉服宽袍大袖或短襦长裙，有汉风有唐风，也有宋明典型遗
韵，重要的是我们对此要深入了解其文化的厚度与广度。如此，才能将
汉服的发展推向更高水平。

冯文潜：

不应遗忘的哲学教育大家
陈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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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说华服

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合
办天津日报

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合
办天津日报

汉服文化待研究
华梅

一河流淌 文脉悠长
——读《重回海河边》

郑祖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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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小传

文物古迹里的天津故事（十三）

玄奘的顶骨舍利

章用秀

冯文潜先生是20世纪中国一位哲学教育大家。作为学
者，他被认为是“最好的西洋哲学史专家”，学识获同行赞赏
和倚重。作为教师，他深得学生爱戴，在西南联大被誉为“对
学生最为关心”的老师。作为南开大学文学院院长，他规划
布局、招揽人才，煞费苦心、不遗余力，为南开人文学科建设
播下火种。可是他一生“甘为他人作嫁衣”，自己则述而不
作，作风又极为低调，在他去世60多年后的今天，其贡献已
很少有人能说清。重新梳理他的事迹，对理解老一辈学人
的治学与为人，对思考今天的学术工作，都很有意义。

冯文潜自幼勤学，在南开中学读书时被同学称为“以
脱博士”。“以脱”今天通译为“以太”，最早由希腊哲人亚里
士多德提出，20世纪初又成为时髦的科学名词；“博士”则
与“学霸”同义。南开学生间喜欢互起外号，贴切、诙谐，表
达的是亲昵之情。没想到的是，多年后的1946年1月，冯
文潜在重庆沙坪坝机场送人时，突然身后有人拍他肩膀，
呼唤“以脱博士”。回头看去，竟是当年低两届的校友周恩来！
两人已近30年没见面，然而周恩来仍准确叫出这个外号，
可见印象之深。或许是在同学们的鼓励下，冯文潜中学毕
业后真的走上了哲学之路，留洋苦读，学成归国，1930年在
张伯苓校长召唤下回到南开，终生服务教育事业。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后，南开与北大、清华被迫迁
至昆明，合组西南联合大学，冯文潜与北大的汤用彤、清华的
冯友兰共同主持哲学系。有学生回忆：“汤先生矮矮胖胖，一
头极短的银发，又是佛学专家；冯友兰先生留着一头浓黑的
长发、大胡子，长袍马褂，手上总拿着一个书包，包书的是一
块印有太极八卦的蓝布；冯文潜先生瘦瘦小小，留着长到后
脑的灰发，很像一位慈祥的老太太。当他们三位走在一起
时，我们这些学生戏称他们是一僧、一道、一尼。”

在联大，冯文潜讲授的课有“西方哲学史”“柏拉图哲
学”“美学”“艺术论”等，每次课后他都把自我评价写到日
记中，常见的如“勉强”“尚可”“不大满意”“顶糟了”。在
战火纷飞中，还这样要求自己，不可不谓之严苛。可反过
来，我们在很多学子回忆冯先生的文字中，读到的却是由
衷感激。后来成为希腊哲学史专家的汪子嵩记述：“冯先
生讲课非常认真负责，对每位哲学家的主要思想都讲得
条理清楚、深入浅出、引人入胜。”由于课程受欢迎，常有
外系学生来选修甚至旁听。冯文潜日记中有“见有三四
旁听者”“窗内外听者十余人”等记录。中文系汪曾祺、物
理系王景鹤、历史系何兆武等都曾听过他的课。何兆武
回忆：“冯文潜先生教西方哲学史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让
我感觉到，真正理解历史一定要提升到哲学的高度。”

对于有志从事研究的学生，冯文潜“手把手”指点。
后来成为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全集》中文版主编的张世
英曾说，冯文潜非常具体地教了他一套读经典的办法，
“他要我每读完一节或一章，就合上书本，用自己的话把
原文的大意写下来，个人的心得和评论写在另一旁”。后
来张世英越来越觉得“从他那里学得的知识最准确，最熟
透”。冯文潜还指导青年学人樊南星翻译名著《近代哲学
的精神》。对于译稿，冯文潜并不动手修改，而是指出错
误不当的地方，让译者自行改正，改得不合适，再改，直到
满意为止。尽管花费了很多时间，还发生过争执，但樊南

星最终体会到冯文潜的深意。在译书的序中，他写道：“从
冯先生那里我开始知道学术训练之严格，而他循循善诱的
气度，居然使一个不大耐烦的人，低首下心地自责自悔。”

在学业上，冯文潜对学生严格要求，“报告是催得最紧
的”。在生活中，他又是最爱护学生的，往往能站在青年的角
度，去考虑他们的前途，也理解他们的爱国之情。学生们常
到冯文潜家中谈心事和困难。当时学生们编写的《联大八
年》一书，称冯文潜“待同学和蔼而庄严，使你有爱慕景仰之
感”。直到毕业40多年后，学生顾寿观、汪子嵩说起“联大老
师中哪一位对学生最为关心”，他们仍然共同认为是“冯柳猗
（文潜）先生”。我们今天还能在冯文潜后人家中，看到一幅学
生熊秉明临毕业时专门给老师画的速写。熊秉明后来成为
一位世界闻名的艺术家，这幅速写正是师生情的见证。

自1941年起，冯文潜开始主持南开大学文学院工作。
对南开大学人文学科的建设，冯文潜深感重任在肩。原来，
南开建校之初就设有文史哲等专业，任教者不乏学术大师、
青年才俊，但当时的南开作为一所私立大学，在国家内忧外
患不断的乱世中，办学资源紧张，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文
科不得不采取“集中精力政策”，收缩科系，主要聚焦到与国
计民生关系更直接的经济学、政治学。然而南开人始终没
有忘记基础人文学科的重要性。1942年，抗战进入相持阶
段后期，南开着手为胜利后复校做准备，开始规划新的学科
布局。冯文潜作为文学院院长，迅速进入角色，与同仁反复
商讨，制订计划，他将此称作“为南大文学院作的小梦”。此
后，他陆续招揽一批人才，如历史的杨志玖，哲学的王维诚、
王逊，外文的卞之琳等。他还办起了此前南开一直没能建
成的中文系，邀请彭仲铎、张清常、李广田等先生前来任教。

抗战期间，南开文学院最大的亮点是创办了边疆人文
研究室。当时北大、清华都有自己的文科研究所；而南开三
院中，商学有经济研究所，理学有应用化学研究所，都是赫
赫有名的学术机构。对比下，冯文潜决心要办南开文科研
究所。正好此时有一个契机，云南省决定修筑“石佛铁路”，
筹备委员会愿提供经费，委托学术单位调查铁路沿线的社
会经济、民情民俗、语言文化等。冯文潜与南开大学秘书长
黄钰生抓住机会，发扬南开人“知中国，服务中国”的精神，
创建边疆人文研究室，邀请社会学系教授陶云逵担任主任，
主持学术工作。后来陶云逵不幸病逝，冯文潜就亲自主持，
从日常事务到后勤保障，甚至编印刊物所用的纸张、油墨，
他都亲自备办。对研究室的青年学者邢庆兰（即邢公畹）、
黎国彬、高华年、黎宗献、赖才澄等，冯文潜更是关心呵护备
至。在那样“虎狼当道，民不聊生”的情况下，研究室推出
《边疆人文》专刊3集、综合期刊16期，发表了一系列高质量
研究成果，成为联大学术亮点。

冯文潜担任南开文学院院长逾十年，艰苦创业，含辛茹苦，
终于让师生感到文学院“颇有后来居上之意”。解放战争期间，
冯文潜与同仁一道积极护校，保证了南开完整地留在天津，迎
接新中国的成立。1952年院系调整，全国高校都取消了二级
学院，冯文潜由文学院院长转任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

冯文潜学贯中西、满腹经纶，但他一生精力主要用于培
养学生、服务教育事业，现在要了解他的学术底蕴，只能参
看为数不多的演讲记录和课程讲稿，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

憾。但与此同时，又不由得让人佩服冯文潜无私奉献的学
人本色。1957年，《人民日报》发表了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
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汤用彤对学者使用的意见，
特别提到“现在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冯文潜先生不仅是一
个最好的西洋哲学史专家，而且也是一个多年研究美学的
专家”“应对这些老学者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了解，根据他
们的特长分配一些任务”。面对仗义执言，冯文潜却深为遗
憾，感到老友不理解自己。他表示，到图书馆工作是自己毛
遂自荐的选择，图书馆是全校师生的知识宝库，教学、科研
都需要从中汲取财富和营养。由于他懂得多国语言，又熟
悉中国古籍和学术前沿，主持图书馆工作不久即得到馆内
外的赞誉。1959年，周恩来总理视察南开大学时专门来到
老同学主持的图书馆参观，并邀请冯文潜夫妇等故友小聚，
对他追求进步予以高度肯定。

在阅读有关史料时，让人始终难以释怀的是冯文潜人
生的最后一幕。1963年4月29日，已经病重的他坚持到图
书馆办完自己所借图书的还书手续，到各办公室与同事们
一一握手道别。而后他体力不支，被搀扶回家，转日即不幸
辞世。直至去世，他仍然坚守着学人的光辉品格。我想，冯
文潜的一生值得我们反复回味，以之为镜，涤荡自己内心的
浮躁，思考学术的真谛，探索怎样才是真正合格的学人。
（作者系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主任）

冯文潜（1896—1963），字柳猗，河北涿县人。早年就读

于南开中学，1917年至1928年留学美国、德国。回国后先在

中央大学任教，1930年起任教南开大学，历任南开大学哲学

教育学系教授；西南联大哲学心理学系代主任；南开大学文

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历史系代主任。新中国成立后，

任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兼任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馆长，天津

市社科联副主任委员，天津市政协委员等。曾讲授“西方哲

学史”“美学”“柏拉图哲学”“逻辑”“德语”等课程，培养了一

批研究人才。现存有“西方哲学史讲稿”及《中西建筑漫谈》

《美与丑》《天才与创造》等美学演讲录。

①《近代哲
学的精神》（罗伊

斯原著，樊南星

译述，冯文潜校

阅）商务印书馆

1943年版封面。

②冯文潜演讲记录《中西建筑漫谈》（节录），刊于
《中国学生》1931年第3期（转载自《南开大学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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